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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de the Obscure, the last full-length novel written by Thomas Hardy, 
describes Jude’s ethical choice to move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the city in pursuit 
of his ideal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from farmer to industrial 
worker. According to the main concept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path of life 
is the process of constantly constructing new ethical identities and making et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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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代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1895，后文

简称《裘德》）出版后，遭到批评界的严厉抨击，被指责为“一本淫荡的

小说”和“最伤风败俗的作品之一”（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 

234）。这体现的是当时维多利亚社会末期新旧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之间的激

烈斗争。20 世纪 70 年代后，《裘德》成为各种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试验

场。西方评论者尤为关注作品中的女性与婚姻主题，如米歇尔·索普（Michael 
Thorpe）强调淑在作品中的重要性，认为她“不是‘新女性’的变体，而是

一种令人不安的形式，她与男性在智力和性方面的关系都是‘新’的”（Thorpe 
67），甚至将《无名的裘德》更名为《无名的淑》（“Sue the Obscure”）。威廉·R.
高姿（William R. Goetz）认为，婚姻主题“不只是社会主题，还是一种制度，它

的形式与哈代试图创作的小说形式吻合 ”（Goetz 192）。中国评论界重在探

讨《裘德》的社会性与伦理问题，前者从社会历史维度探讨《裘德》，指出

“小说描写的教育主体触及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痛处，但是使资本主义最难容

忍的却是小说中宣扬的违反传统道德和宗教信条的婚姻观念”（《悲戚而刚

毅的艺术家》 248）；后者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探讨《裘德》，聚焦家庭伦

理与婚姻问题，强调人物的悲剧命运“既是当时传统家庭伦理的作用结果，也

是他们处理家庭伦理关系不当的致命惩罚”（刘茂生 陈琴 42）。

在哈代研究中，我们不能忽视《裘德》是哈代“第一次对现代工人阶级

悲惨命运所做的艺术表现，以及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教育、婚姻、道德、宗

教等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的沉痛思考”（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

237）。哈代本人也强调整部作品“首先涉及一个穷学生为获得大学学位而付

出的努力，其次才是两段不幸婚姻的悲剧性问题”（Millgate 101）。不论是

为接受教育的努力，还是因爱情导致的悲剧，《裘德》都是一部涉及青年工

人无产者成长的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生道路就是不断建构新的伦

理身份和做出伦理选择的过程。“伦理选择是从伦理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不

仅要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而且还需要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

面对人的身份进行确认”（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本文将

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术语，探讨裘德在无比复杂的伦理环境中如何通



525Jude’s Ethical Choi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Jude the Obscure / Ai Shiwei

过一次次伦理选择建构自己新的伦理身份的过程。

一、裘德跨阶层伦理身份的建构

人类在自然选择后从形式上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进入伦理选择阶段。1

伦理选择是“特定环境或语境中对如何做人的选择，也是对人的身份的建构

和确认。伦理选择活动往往是由人的身份决定的，不同身份的人往往会作出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也建构新的身份”（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

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 77）。裘德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进行伦理选择，目的在

于建构并确认新的跨越阶层的伦理身份。

年少的裘德在玛丽格伦生活期间，主要帮他老姑太太经营的面包店送

货，偶尔打点儿零工，以维持生计。裘德本来可以安于世事，未来继承老姑

太太的面包店，像大多数普通的玛丽格伦人一样平凡地生活。但是，他受到

了老师费劳孙的感召，有了新的人生理想，决心开始新的人生选择。他的计

划是先取得大学毕业的身份，然后再到教会从事圣职。他选择回到基督寺生

活，是因为那里靠近大学，能够感受大学的崇高。自此以后，基督寺便像灯

塔一般照亮了裘德生活，成为他建构自己基督寺大学生伦理身份的重要因

素。“伦理身份有多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

身份、以道德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

业为基础的身份等”（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264）。裘德想

要转变的正是以职业为基础的身份，他不甘于平庸，不想一辈子留在玛丽格

伦，希望通过自学跨越社会阶层，开始大学生的生活。他的这种选择，开启

了其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转变。

为了建构新的伦理身份，裘德做出的第一个伦理选择就是离开玛丽格伦

前往基督寺。为了能在基督寺生存并实现学业上的目标，裘德选择了建筑事

业。他先向“只会做低贱活儿的石匠”学习，随后跟一位教堂建筑师学教堂

的石工活，但从未忘记劳作“只是一种手段，靠它维持一时的生活，好来准

备他自己以为更合乎个人志趣的伟大事业”（43）2。当裘德的石工技术越来

越高超，并接受工厂主雇佣时，他已经实现了“从作为一个农民阶级的代表

向一个城市工人的转变”（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237）。但裘德

深知这一伦理身份的转变只是过渡状态，并非其最终目标，他仍需努力实现

大学生甚至是知识分子身份，因而，必须前往基督寺。

当裘德来到基督寺，他生活的伦理环境发生了巨大转变。在他心中，基

督寺“是思想活动和宗教活动惟一无二的中心——是咱们这一国里知识食粮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
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2　 本文《无名的裘德》引文均来自 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张若谷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2022年）。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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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食粮的仓库”（159）。他自信地认为，只要工作和努力，就能在基

督寺拥有一席之地。但是，无论裘德如何奋斗，都无法改变他工人身份的事

实。裘德的同乡约翰一针见血地指出：“那种地方不是给你这样的人预备

的——那只是给那些有钱的人预备的”（159）。作为工人，裘德无法在劳作

一天后集中精力学习；作为自学者，他也无法完全弄懂艰深的书本内容。求

学的强烈欲望促使裘德鼓起勇气给大学院长们写信，希望能够得到指点。他

的信如石沉大海，遭到长久的无视后，裘德终于收到了一位院长的回信。与

裘德的期望相反，院长并非鼓励他勇往直前，而是说他“既身为工人，则谨

守本分，安于旧业，较见异思迁，别作他图者，于世路之成功上进，自有更

多之机会”（165）。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曾指出，“文化寻求

消除阶级，使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传遍四海，使普天下的人都生活在

美好与光明的气氛之中”，让人们得到思想浸润且不受束缚，“文化人是平

等的真正使徒”（阿诺德 34）。院长回信的意图不是为了鼓励裘德求学上

进，更不是为了消除阶级偏见和把知识传给普天下的所有人，而是拒绝平民

入学，固化阶级差异。他希望维持英国传统绅士教育的纯粹性，保护有产者

受教育的特权，因此警告裘德按工人身份行事，切莫妄图跨越阶层和奢求进

入大学。

在基督寺向裘德关闭大门求学无望时，他试图借道宗教改变工人无产者

的身份，实现跨阶层的伦理身份建构。裘德内心清楚，他研究神学，梦想做

主教，不过是他野心的一部分。哈代在小说中直白地评价裘德的选择说，只

是出于“飞黄腾达的野心，不过披着一层宗教的外衣就是了”（180）。裘德

自己也意识到，他的计划一开始“还含有一些高尚的动机，但是到后来，却

恐怕完全变成了往上爬的野心了”（180-181）。为了实现目标，裘德的阅读

策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最初没有直接阅读《圣经》，而是阅读神学学者

和神学家、主教的阐释著作。但是在淑看来，长老们或主教们做出的注解，即

《新约》“每章前面的提要，都把那些热烈情诗的真意歪曲了”，伟大热烈

诗歌里表现的人与人的欢乐与自然之爱，被他们“用宗教的抽象话把它涂饰

起来”（216）。除了神学家或大主教曲解《圣经》之外，裘德同时代的神职

人员也罔顾信仰，将金钱看得重于一切。裘德曾被维赛司一位由基督寺培养

的音乐家所创作的赞美诗感动，于是产生了拜访他的念头。然而，当音乐家

发现裘德只是穷人，与体面衣着并不相符时，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音乐家

似乎并不在乎裘德对自己作品的敬意，而是不断抱怨没钱的烦恼，向他散发

即将开业的广告货品目录。

由此可见，文化与文化人、教育与大学、宗教与圣职的本质，在物欲横流、阶

级壁垒高耸的维多利亚时代发生了改变，早已不是原本追求平等、教化民众

或拯救世人的教育与宗教，而成为了上层社会的特权且趋于保守，宗教则与

金钱同谋。在《裘德》之前，哈代倾向于从启蒙主义角度思考问题，认为威



527Jude’s Ethical Choi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Jude the Obscure / Ai Shiwei

塞克斯农民的悲惨命运与落后意识主要是因为缺乏教育造成的。但是在《裘

德》里，哈代深刻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与大学只是

有产者的特权。为了维护这份特权，特权阶层将众多平民子弟关在大学门外，因

此底层民众缺乏的不只是教育，还缺乏接受教育的基本权益。从表面上看，裘

德梦想到基督寺接受教育，是为了建构大学生的伦理身份，或者通过考试鉴

定，获取神职人员的伦理身份。实际上，他选择上大学和当主教，挑战的是

当时社会固有的阶级秩序，这既是对阶级鸿沟的逾越，也是对自己建构新身

份努力。

二、裘德自由人伦理身份的选择

裘德在追求人生理想的伦理选择过程中，既经历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

选择和转换，也经历了从传统婚姻到自由婚姻的不同婚姻角色的转换。在裘

德与艾拉白拉、淑的两段婚恋选择中，裘德的自由选择与伦理选择交错出现，其

伦理身份也在不断更迭。在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后、在淑的思想启发下，裘

德逐渐认清了维多利亚时代婚姻制度的腐朽本质，进而抵制婚姻，试图建构

其追求自由的伦理身份。

青年裘德本打算通过自学去基督寺读书，却因有一天在回家路上被艾拉

白拉有意挑逗而改变了人生规划。显然，他的伦理选择脱离了理性的引导，注

意力从学习古典文学的梦想转移到身材丰腴的艾拉白拉身上。裘德受原欲驱

动，为了自由选择，放弃了最初的大学生身份的建构。所谓自由选择“是本

能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兽性因子发挥作用的结果”（聂珍钊，“伦理选择概

念的两种涵义辨析” 21）。裘德在兽性因子的驱使下与艾拉白拉尝试禁果，放

弃学业上的选择深陷肉欲之中。这是裘德在兽性因子主导下做出的错误选

择，所以裘德尽管当时也意识到艾拉白拉并无可取之处，但仍选择与她结婚。婚

后，裘德的伦理身份从积极向上、努力学习的单身汉变成了为养家糊口、放

弃学术的丈夫。他开始反思婚姻制度，为什么人要因一时本能而放弃一直以

来的规划、放弃进步和为社会做贡献的可能，他察觉到“这种仪式，一定有

问题”（83）。错误选择的结果必然导致婚姻的失败。艾拉白拉发现裘德无

法满足其物欲，便选择了离开，在澳洲找到新欢。裘德认清了这场婚姻的本

质，毫不犹豫地选择结束了婚姻。

如果说裘德同艾拉白拉的婚姻是出于兽性因子主导的本能，而他对淑的

爱情则是在人性因子主导下的理性引领。裘德结束了同艾拉白拉的婚姻后，决

定离开玛丽格伦前往基督寺时，继续自己大学生的身份建构。抵达基督寺后，裘

德见到淑，又开始了一段新的影响他的身份建构的恋情。在哈代的笔下，淑

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没有凡心的神和没有肉体的精灵，她的智力出类拔萃。裘

德认为，淑能够帮助他建构新的身份以实现人生目标，让他获得心灵的共鸣

和生活的安慰。两人相处与相恋的过程中，裘德并没受到兽性因子的驱使，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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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做对方的情人，而是保持理性，追求精神上的伴侣，不让自己的行为逾

越道德。他们在分别结束各自的婚姻之前，都能在道德规范之路建构精神恋

人的身份，互相鼓励追求人生的目标。

伦理选择需符合伦理环境或语境的道德要求，但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道

德标准。道德标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我选择的标准，即一个人按照自

己选择的标准进行选择的主观标准。一种是环境和语境标准，即自我选择应

符合环境和语境的客观标准”（聂珍钊，“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 

21）。裘德与淑对是否结婚的伦理选择便是两种道德标准博弈的结果。淑表

达了对婚姻的恐惧，认为婚姻不过是铁一般的契约，最终会磨灭彼此的柔情，甚

至认为裘德若只按照“盖有政府印信的文件统一来爱”，她也“按照政府的

许可”接受裘德的爱，“太可怕、太腌臜、太叫人恶心了”（367）。我们不

能说淑的选择是非理性的，只是她的伦理选择是基于自我选择的标准，是按

照自己的信仰和判断做出自由选择。裘德评价淑“完全是一个虚幻空灵、没

有肉体的人〔……〕几乎丝毫没有兽类的情欲：所以你做这种事情，能够听

从理性”（368-369）。

同淑的自我选择相比，裘德的选择更看重当时的环境和语境标准，试图

按照维多利亚晚期的伦理规则赋予他同淑的这份感情的合法性。在办理结婚

手续的过程中，对于选择遵循何时的环境或语境的伦理标准时，裘德开始了

伦理思考。根据小说的描述，英国有两种合法的婚姻仪式：一是在监督登记

局签字画押组建家庭；一是在教堂里向上帝承诺结为夫妻。在裘德和淑的想

像里，监督登记局一定是安静、温馨、美好的，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

混乱和充满暴力的景象：满脸凶气的大兵、满脸愁容和鼻青脸肿的怀有身孕

的新娘、醉醺醺的女人带着刚从监狱出来的男人。这些男女并非为两情相悦

而组建家庭，而只是为那一纸契约。看见这种情景，裘德都不由地感慨说：

“那个地方太丑恶了：它叫你心灰意冷，也同样叫我心灰意冷”（406）。随

后，他们又在教堂里看到了一对正在举办婚礼的中产阶级男女，婚礼好看、有

趣，但新娘的誓词却念得机械，新娘似乎并不理解这些字句的意义，如同古

代即将牺牲的小牛。这一场景让裘德和淑分别想到了他们的第一场婚姻，认

识到这种契约式婚姻或许对很多人适用，但对他们的爱情追求毫无益处。他

们的婚姻选择显然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超越当时的世俗观念。淑一针见血

地指出：“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那现在这一对儿的后人，在行动和感

觉方面，要比咱们现在还觉得别扭。他们要比咱们现在还清楚地看到扰攘的

人群都是些，跟我们一样的有形之体，肮脏龌龊地生长繁殖，他们那时候就

要不在生儿养女了”（409）。可以说，他们的选择在思想观念方面超越当时

的人 50 甚至 100 年，意识到永恒誓言的危险性和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腐朽本

质，他们深切认识到男女皆为虚伪婚姻的受害者。正是他们的先进观念，裘

德和淑选择拒绝婚姻。通过拒绝婚姻，裘德最终建构了自己自由人的伦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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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他希望能作为一位自由人爱着同为自由人的淑，而不是像维多利亚时代

众多的家庭，将婚姻变成契约，让妻子成为附属品。裘德的伦理选择让他和

淑成为了彼此相爱且平等、独立的自由人。

哈代在给好友的信中曾谈到裘德与淑的爱情：“尽管她有了孩子，她与

裘德亲昵从没有超出偶然的程度，即使在他们一起生活〔……〕除了快到结

尾时，他们各人有自己的房间。〔……〕他从来没有真正随心所欲的占有过

她”（Hardy 272）。哈代根据超前的婚恋观念塑造裘德和淑这对自由人的

形象，描写他们自由的婚恋选择和自由人身份建构，即使在今天也能带来启

发。

三、维多利亚晚期伦理环境与裘德伦理选择的冲突

裘德追求社会上的跨阶层伦理身份以及婚恋上自由人的伦理身份，代表

了当时的工人无产者追求自由生活的美好愿望。但在当时的伦理环境里，裘

德艰难的伦理选择注定了失败。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进入文学

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聂

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7），就会发现维多利亚晚期的社会伦理环境，是

裘德决定如何进行伦理选择的重要因素。

伦理环境指“文学作品存在的历史空间”，而对文学作品的深入解读，则

要“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进行客观的伦理

阐释”（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6）。裘德所处的英国，随着工

业革命的完成，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了现代工业

社会。无数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在现代潮流的

推动下，大量农民从农村汇聚到城市，传统的贵族乡绅家长制转变为城市中

冷漠的雇佣关系。尽管裘德的身份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现代工人，有了更

高的人生追求，但他只能靠工厂雇佣和出售劳动力谋生。裘德认识到要实现

美好的理想，只能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他和做出创造条件接受大

学教育的选择，企图建构自己大学生的身份。

但是，英国的教育环境决定了他无法建构自己的大学生身份。19 世纪的

英国教育主要有两种体系：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大众教育是为了让劳动者

成为合格的劳动力所设置的基础教育；精英教育的目的则是“为教俗两界及

军队等输送合格官吏”，但“受教育的权利一直为上流社会所独享，精英教

育旨在培养绅士素质”且“收费昂贵”（钱乘旦 292）。精英教育中不可或

缺的基础就是学习古典语言。裘德如果想要进入大学或从事圣职，就必须学

习古希腊语或拉丁语。通过自学，裘德意识到他“所要学的那种文字的文法

书，基本上要包括一种密码特性的规律、成方或者线索”（34），语言的密

码特性成了隔绝了平民与有产阶级的天然屏障。因此，裘德的自学不只是对

个人学习能力的考验，更是对财富造成的阶级鸿沟的跨越，而这在维多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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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是不被允许的。裘德被大学拒之门外并非是他的学习能力不强以及知识

不够丰富，而是在维多利亚晚期或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的差异是不可能

通过个人的努力就能消除的，当时服务于上层社会的教育环境是难以改变的。

英国的宗教环境也不允许裘德建构自己的牧师身份。裘德无法在英国的

教育体制下实现人生理想，于是转而谋求圣职，以建构新的伦理身份。裘德

企图建构牧师身份的选择也是当时伦理环境的产物。19 世纪英国仍是一个虔

诚的国度，尽管教会内部的腐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给宗教带了很大冲击，但

人们相信国家的繁荣、自由和稳定都源于对基督教的信仰。在英国，做牧师

是大多数青年学人的职业选择。因此，裘德选择圣职不仅能改变自己的阶级

身份，而且能得到上层阶级的认可，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在维多

利亚时代，圣职是精英学生的主要选择，而作为一位现代工人，裘德即使具

备同精英大学生一样的能力和知识，也是不被允许进入这一职业的。

在婚姻爱情方面，英国的宗教道德环境也不允许裘德自由选择，实现自

己的婚姻理想。对裘德来说，无论是进大学建构大学生的伦理身份，还是谋

求圣职选择宗教道路，裘德的选择都失败了。裘德发现无论自己怎样努力和

具备了可以超越大学生的知识，他也无法改变自己的产业工人的身份，于是

回到现实之路，希望在同淑的恋爱中实现自己的婚姻理想。在经历了同艾拉

白拉建立在情欲基础之上的失败婚姻之后，裘德转而选择追求以共同感倩为

基础的婚姻关系。在裘德眼里，淑是“一个没有凡心的仙女”和“游戏人间

的精灵”（505）。她天真可爱，追求柏拉图式的爱情，讨厌任何肉体之爱，把

两性之爱完全看成是人的一种精神上的联系。裘德对爱情的追求同她一样，反

对契约式婚姻，于是她选择离开丈夫费劳孙而同裘德生活在一起。她认为，若

法律法令让人们苦恼，人们就完全没有必要遵守它，何况契约是人定的，也

一定能取消它。淑的丈夫费劳孙认为，裘德和淑的爱情里是异乎寻常的亲密

或同情，不含任何粗俗的成分，“他们最大的愿望只是要在一块儿，两个互

相领略彼此的感情、彼此的幻想和彼此的愿望”（331）。他们的爱既是柏拉

图式的精神之爱，也是雪莱式的心灵相通之爱。

裘德和淑的婚姻选择是对传统道德、宗教和国家法律保护的不合理婚姻

制度的挑战，但是在当时宗教道德环境中是不被允许的。尽管他们按照自己

的意愿共同选择了自由婚姻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他们无法脱离现实

环境，无法打破宗教道德的桎梏。最后，淑选择了向现实环境屈服，裘德也

身心俱疲地在穷困潦倒中死去。

在哈代的小说中，裘德建构跨阶层伦理身份和自由人伦理身份的努力失

败了，上演了一出伦理选择的悲剧。为了实现人生理想，裘德和淑怀抱建构

新的伦理身份的理想，做过多种伦理选择的尝试，但最后他们都失败了。哈

代通过解剖裘德和淑的伦理选择的叙事范例，描述了他们建构新的伦理身份

努力，“在被教会和资产阶级视为不道德的人和事中寻找美和善”（聂珍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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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203）。裘德和淑失败了，但是他们让读者们批判性地

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残酷、教育体制的虚伪和婚姻制度的伪善，为我

们借助文学认识历史和反思当今社会以及在复杂的伦理环境中做出正确的伦

理选择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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